
从上博简《武王践阼》看两周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变迁

邓国军

　　摘　要：空间既是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亦是探究人类社会秩序及其演进的基本视域。 “君王南面”礼制

是两周统治者基于建筑空间所建构的一种君臣身份秩序，它在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中起着总体导向性作

用。 “君王南面”礼制在两周时期展现出了沿袭与变革的双重面向，其中变革表现为：一是“下移”，即“南面”的主

体由君王向下扩大到霸主、强者、臣僚，“君王南面”礼制走向了泛化；二是“上移”，即随着造圣运动的兴起，东周时

人将“南面”的权力赋予“圣王”，形成了“圣王南面治天下”的理念，“君王南面”礼制走向了理论化。 至战国中晚

期，礼学家、思想家们结合社会现实，以托古的方式，建构起了制约王权的理论，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君王对权力空间

尊位的垄断，上博简《武王践阼》中武王“东面”“北面”正是其典型表现。 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历时性变

迁从微观层面揭示了“空间”在周代政治秩序建构中的价值，由此可建立起“空间方位—权力关系—身份秩序”的
分析路径，以此来管窥“空间”在早期中国政治秩序形成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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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既是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亦是探究

人类社会秩序及其演进的基本视域。 随着周代社会

阶层的细化，周人贵族强化了对于生存空间占有和

使用的社会划界，在朝觐、祭祀、册命等礼仪活动中

利用空间方位来区分君臣、主宾乃至生死的身份等

级秩序，空间方位因此成为了凸显王权、区分贵族身

份的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手段［１］ 。 西周早期宜

侯夨簋铭文云：“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

伐商图，延省东国图，王卜于宜，入社，南向。” ［２］２６９５

西周中期走马休盘铭文又云：“唯廿年正月既望甲

戌，王在周康宫。 旦，王各大室，即位，益公佑走马

休，入门，立中廷，北向。” ［２］５４７５上揭材料表明西周

早中期周人已在南北方位与君臣关系之间建立起了

对应关系，“君王南向”“臣属北向”成为了君臣尊卑

秩序的重要标识。

然而，上博简《武王践阼》记载了周武王两次向

太公望问道之事，其中所涉朝堂礼仪中君臣面位皆

非“君王南面”。 武王第一次所问为“黄帝、颛顼、
尧、舜之道”，其文云：

　 　 武王问于师尚父，曰：“不知黄帝、颛顼、
尧、舜之道在乎？ 意微丧不可得而睹乎？”师尚

父曰：“在丹书。 王如欲观之，盍斋乎？ 将以书

见。”武王斋三日，端服、冕，踰堂微，南面而立。
师尚父曰：“夫先王之书不与北面。”武王西面

而行，曲折而南，东面而立。 师尚父奉书，道书

之言。［３］１５１－１５３

　 　 简文中武王本欲南面而问道，师尚父明言“先
王之书不与北面”，武王由“南面而立”改为了“东面

而立”。 武王第二次向太公所问为“不盈于十言，而
百世不失之道”，其文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０－２３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空间方位观念与商周社会秩序”（２０ＣＺＳ０１２）。
作者简介：邓国军，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导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心研究员

（湖南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９２１



　 　 　 　 武王问于太公曰：“亦有不盈于十言，而百

世不失之道，有之乎？”太公望答曰：“有。”武王

曰：“其道可得以闻乎？”太公望答曰：“身则君

之臣，道则圣人之道。 君斋将道之，君不斋，则

弗道。”武王斋七日，太公望奉丹书以朝。 太公

南面，武王北面复问。 太公答曰：“丹书之书有

之曰：‘志胜欲则利，欲胜志则丧。’” ［３］１６２－１６４

　 　 此次朝堂问道，太公南面，武王北面。 上博简

《武王践阼》为战国前中期楚地流传文献，其内容未

必为西周史事之实录，但其所载武王“东面”“北面”
问道与“君王南面”礼制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张

力，这提示我们一方面应当重新反思“君王南面”礼
制在周代的适用范围，周代统治者利用空间建构君

臣身份秩序的具体面向及背后逻辑；另一方面也要

对上博简《武王践阼》所载内容的真实性、时代性进

行客观审查、合理批判。 过去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

“君王南面”礼制在周代君臣身份秩序表达中的作

用①，但尚未将“君王南面”礼制与“君王北面” “君
王东面”“臣僚南面”等内容纳入到周代君臣身份秩

序空间表达的这一整体框架下予以讨论。 事实上，
这些问题恰恰是理解中国早期王权的运作形态、君
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核心问题。 本文通过对这些

问题的解析与诠释，不仅有助于揭橥两周王权、空间

与君臣身份秩序之间互动的复杂面向，还有助于探

究空间方位在中国古代权力秩序和社会秩序建构中

的作用。

一、君王“南面”：西周王朝君臣身份
秩序空间表达的核心形式

　 　 在西周整个权力系统中，王权起着主导和枢纽

的作用。 为了实现对邦内诸侯、臣僚及民众进行有

效统治，周王具体通过分封、巡狩、册命、聘享、征伐

等方式使其权力加以运行。 王权的实际运行需要依

赖一定的空间，因为空间不仅是王权运行的载体，同
时也为王权运行提供了场域。 循此思路，我们通过

西周文献所载王权运行的具体形式，便可清楚地获

悉王权运行的空间场所。
西周王朝凡继承王位、分封诸侯、任命官职、赏

赐臣下，都要举行隆重的册命礼。 就现有史料而言，
册命礼最早见于西周中期铜器铭文，这些铭文中载

有册命活动举行的具体场所。 西周中期七年趞曹鼎

铭文载：“唯七年十月既生霸，王在周般宫。 旦，王
各大室，邢伯入佑趞曹，立中廷，北向。” ［２］１４５０铭文

明言周王举行册命之所为周般宫大室。 逢祭祀、出
征凯旋、封建诸侯、大射前后，周王往往要宴飨诸侯

群臣。 周王宴飨活动在西周金文中通常表述为“王
飨礼”“王飨酒”或单作“飨”。 西周中期效卣铭文亦

载：“唯四月初吉甲午，王观于尝公东宫，纳飨于王，
王赐公贝五十朋。” ［２］３４１４铭文表明举行飨礼的地方

为尝公东宫。 此外，周代王权运行还体现在朝聘活

动中，西周中晚期应侯见公钟铭文云：“唯正二月初

吉，王归自成周，应侯见工馈王于周，辛未，王各于

康，荣伯入佑应侯见工。” ［２］１００此处“康”疑为“康
宫”，应侯在成周为周王举行了馈问活动，周王在康

宫召见了应侯。 上揭史料表明，无论是册命、宴飨或

是朝聘活动的开展，均离不开宫、庙、大室等礼制建

筑空间。 这些礼制建筑空间构成了王权运作的主要

场域，周王在这些场域中通过册命、宴享、朝聘等形

式，使其权力得以顺利运行，进而确立了王权的独尊

以及对臣权的统属。
宫、庙、大室等建筑空间在构成王权运行场域的

同时，这些建筑空间的位置、方向、尺度、高度等内容

也体现着权力的差异，影响和制约着王权的运行，其
中空间方位对于周代王权运作的影响尤为明显。
《周礼·天官·叙官》开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

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４］１３７３－１３７４“辨
方正位”，贾公彦疏曰：“谓建国之时，辨别也。 先须

视日影以别东西南北四方，使有分别也。 正位者，谓
四方既有分别，又于中正宫室朝廷之位，使得正

也。” ［４］１３７４周代统治者在建国营都过程中，通过辨

正方位的手段，将建筑空间秩序与政治权力秩序、君
臣身份秩序巧妙对应起来，并以宫殿、宗庙、朝堂等

建筑的形式使之视觉化，从而使宫、庙、大室等建筑

空间的方位布局成为标识君臣身份秩序、彰显王权

独尊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
宫、庙、大室等建筑空间的方位布局具体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宫、庙、大室等建筑空间的整体走向，
二是宫、庙、朝、寝等建筑空间内部的方位布局。 显

然，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后者受到前者的

影响和规制。 有关周代宫、庙、大室等建筑空间的整

体方位布局，具体通过考古发掘的西周遗址可窥见

一斑。 目前已发掘的西周宫、庙、大室等礼制建筑基

址主要分布于周原地区、丰镐地区。 其中周原凤雏

甲组建筑夯土基址平面呈长方形，整个建筑坐北朝

南，方向北偏西 １０°［５］ 。 从基址出土的陶器来判断，
其始建年代约在武王灭商前，废弃年代当在西周晚

期。 关于凤雏甲组建筑基址的性质，有周王行宫、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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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建筑或贵族宅院诸说［６］ 。 丰镐地区在沣东的斗

门镇、官庄村和花楼子等地已发现 １０ 余处夯土建筑

基址，其中五号夯土基址整体呈“工”字形，主体建

筑为坐北朝南。 发掘者认为该建筑始建于西周早

期，延续至西周晚期，根据其规模及营建方式，推测

应是一座重檐式的天子宫寝建筑［７］ 。 以上考古材

料表明，西周时期的宫、庙等建筑大多采取坐北面南

的布局。 周人之所以选择“坐北面南”的建筑取向，
固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即坐北面南不仅有利于

采光，还可以避开冬季寒冷的西北风，同时它也与当

时的礼制密切相关。 因为，宫殿、朝堂等建筑已不再

是一般意义上的居民建筑，而是周王施政布政之所。
这些大型宫殿建筑的基本功能在周代已然超越了普

通“遮蔽物”范畴，被周人赋予了更多的礼制内涵，
成为周代宗法礼制、权力秩序的重要载体。 与此相

应的，这些宫殿建筑所遵循的方位布局原则上成为

体现周代礼制精神及权力秩序的重要途径，直接影

响着权力主体在建筑中的空间站位及其行为活动，
这在西周册命礼仪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在册命礼仪

中，周王位于廷北，南面，受命者由傧引入，立于中

廷，北向。 周王授册命之文书给史官，史官位于周王

的右侧，南面宣读文书。 在中廷中，周王占据尊位，
立北面南，臣子则立南面北接受册命。

在坐北面南的宫庙、朝堂等建筑空间中，君王立

北面南发布册命、训诫、赏赐，臣属立南向北接受任

命、训诫、封赏，久而久之，君臣之间的南北面位逐渐

固化为君臣身份秩序的重要标识。 西周晚期晋侯苏

钟铭云：“至晋侯苏师，王降自车，立南向。” ［８］ ，此
处并不涉及宫庙、朝堂等传统的权力空间，但铭文特

意交代了周王巡视晋师下车后所立方位为立北面

南，表明至少在西周晚期君王南面原则在王权的反

复实践中已经脱离了具体的施政场所，被抽象成了

周王朝政治生活中的一条准则。 “君王南面”原则

也因其鲜明的政治性，被周人赋予了礼制内涵，成为

周王朝秩序之必要构成部分，并以“礼制”的形式形

成传统，成为周王经营自己位置的手段。
综上，“君王南面”礼制是基于建筑空间中君王

与臣属之间空间站位以及尊卑等级关系而建立的一

种君臣身份秩序的空间表达形式，严格规范着周王

朝君臣身份秩序。 君王处于权力空间体系和社会关

系网络的核心地位，在权力空间中臣属的位置均围

绕君王而展开。 “君王南面”礼制在周代君臣身份

秩序建构中起着总体导向性和根本制约性的作用，
周代统治者通过与建筑空间同构的形式，在空间方

位体系与社会关系网络之间建立起了复杂的对应关

系，为保证君王所处位置的排他性与独尊性，他们在

遵循“君王南面”前提下，又通过“中心—边缘” “内
外”“上中下”“左中右”等方位体系对君臣身份秩序

做了更进一步的细化。

二、“君王南面”礼制的沿革与
东周政治秩序的维系

　 　 “君王南面”礼制在东周时期展现出了“传承”
与“变革”的双重面向。 其中“传承”主要表现为东

周时人承袭西周形成的“君王南面”礼制传统，十分

强调君王与臣属在权力空间中的空间站位及权力关

系。 大致成书于春秋时期的《仪礼·士相见礼》云：
“凡燕见于君，必辩君之南面。 若不得则正方，不疑

君。” ［４］２１０８意即臣僚在闲暇时见国君，也要遵循

“君王”南面的空间礼制，不能因为国君不是面朝

南，臣僚就可以斜向国君。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
礼·夏官·司马》更是云：“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

之等。 王南乡，三公北面，东上。” ［４］１８３３ 引文中的

“南乡”即为“南向”，“正朝仪之位”就是让君王南

面而立，三公北面称臣，“辨其贵贱之等”指尊者处

尊位，卑者处卑位。 上揭史料中“君王南面”与“臣
属北面”对举，“南面”“北面”二者相互依存，共同表

征着君臣身份秩序，这也揭示了“君王南面”礼制依

然是春秋战国君臣共同遵守的一条准则，严格规范

着东周政治秩序。 此外，“君王南面”礼制有时会省

略权力运作的具体空间以及空间中的君臣站位，直
言“君王南面” “南面而霸天下” “南面而君天下”
“南面行王事”，所强调的是“南面”的权力象征意

涵，即认为“南面”成为王天下的一个重要条件。 君

王治天下必先南面，南面实际上成为取得王位行使

王权的象征或者代名词。
“君王南面”礼制在东周沿袭的同时亦在变革，

其中变革路径可概括为两条：一条是“下移”路径，
一条是“上移”路径。 其中“下移”路径主要表现为

东周时人将“南面”的主体由君王向下扩大到霸主、
强者、臣僚甚至丧主，形成了“霸主南面” “嫡子南

面”等理念，致使“君王南面”礼制走向了泛化。 “上
移”路径主要表现便是东周时人将“南面”的权力赋

予了“圣王”，形成了“圣王南面治天下”等理念，“君
王南面”礼制由此走向了理论化。

首先来看“君王南面”礼制的下移、泛化与东周

政治秩序的维系。 “君王南面”礼制的下移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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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南面”主体身份等级而言的，即时至春秋乃至

战国时期，作为表征君王身份秩序的“君王南面”礼
制出现了僭越与泛化的现象。 其中“僭越”表现为

“臣子干君位”和“诸侯僭天子之位”。 “臣子干君

位”的典型例子是春秋时期的 “魏子干位以令大

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魏子南面。 卫彪徯

曰：‘魏子必有大咎。 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

驱”，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９］魏子南面，以卿的

身份居君位，在卫彪徯看来这是比不敬“天”还严重

的事情。 “诸侯僭天子之位”典型例证是“齐闵王欲

南面吊唁邹国国君”，《战国策·赵策》载：“将之薛，
假涂于邹。 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

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设北面于南

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
将伏而死！’故不敢入于邹。 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

养，死则不得饭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之臣，
不果纳。” ［１０］１０４０齐闵王僭越行天子之礼，欲南面吊

唁邹国国君，遭到了邹国群臣激烈的反对。
与“僭越”现象并存的是“君王南面”礼制的泛

化，具体表现为：“强者南面”与“嫡子南面”。 “强者

南面”见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其文云：“鲁公伯

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 “及后闻伯

禽报政迟， 乃叹曰： ‘呜呼， 鲁后世其北面事齐

矣！’” ［１１］此处“鲁后世其北面事齐”所涉及的权力

主体为鲁国与齐国，已经超出了普通君臣的范畴，意
思是鲁国后世将成为齐国附属，显然是将国与国之

间的关系比附君臣关系。 “嫡子南面”见于《礼记·
檀公上》，卫国的贵族司寇惠子去世，家中举行丧

礼，但家里并没有按照礼的要求，让其嫡子虎作为继

承人来做丧主，而是惠子之兄文子做起丧主。 孔子

的弟子子游通过一系列违礼的吊丧行为让文子意识

到丧礼的不妥之处，随即“扶适（嫡）子南面而立”。
此处“嫡子南面而立”涉及的是“丧主”与“丧客”的
空间站位，并不涉及君臣关系。 显然此处东周时人

基于家国同构的理念，将国家政治权力空间中的

“君王南面”泛化为家庭权力空间中的“嫡子南面”。
此外，“君王南面”礼制的下移在《论语·雍也》

中“雍也可使南面”体现得最为典型，孔子以“南面”
代指君位，认为其弟子冉雍的能力足可胜任一诸侯

国之国君。
再来看“君王南面”礼制的上移与“圣人南面治

天下”观念的出现。 “圣人南面治天下”观念的出现

不仅与“君王南面”礼制的下移、泛化密切相关，同

时也与东周时期“造圣运动”的兴起有关。 春秋战

国时期，“圣”字由原始含义向崇高化、理想化、神秘

化转变［１２］ ，“诸子将圣人与道、天、地加以连系，使
圣之古义大为扩大延伸。 从此，圣人乃能明乎道，通
乎天地，不仅是一般的睿智通明了” ［１３］ 。 该时期的

思想家们不仅将理想化的先王纳入了圣人谱系，还
将有德行的贤者塑造为圣人，“造圣运动”逐渐兴

起。 刘泽华先生曾指出：“由先秦诸子所发起、在百

家争鸣中充分展开的‘造圣’运动，建构了一个以圣

化为中心的政治思维普遍范式。”在这一政治思维

范式中，“圣人成为政治思维过程中的最高范畴和

最终的决定力量” ［１４］ 。 随着王权凌夷，“君王南面”
礼制不断地下移与泛化，春秋战国思想家们为了重

建失序的王制秩序，遂在“南面”的权力主体中还加

入了尧、舜、禹等上古圣人，以此作为现实“君王南

面”合法性的更高层次的依据和指归。 “君王南面

而治天下”相应地也表述为“圣人南面而听天下”
“圣人南面而治天下”。 《礼记·大传》云：“圣人南

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１５］３２６５其中南面的主

体已然由“君”变为“圣人”。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
又云：“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 故

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 ［１６］ “南面而王天下”的主

体便是圣人尧、舜。 上揭材料共同表明，周人利用南

北方位标识君臣身份秩序的传统，在战国时期已被

抽象成了“圣人南面而治天下”的政治理念。
综上，时至东周，虽然王权式微、礼崩乐坏，但是

“君王南面”礼制在传承与变革中已成为政治思维

前提性和社会整体控制性的普遍观念，在东周政治

实践中发挥着广泛的作用。 无论是“君王南面”礼

制的“上移”还是“下移”，它都严格规范着君臣之间

的身份尊卑秩序，以至于时人将君王的政治统治之

术称之为“君人南面之术” ［１７］ 。

三、战国中晚期制约王权理论的兴起与
“君王”面位的多元化

　 　 “君王南面”礼制成为周代重要的统治理念并

为时人所熟知和尊崇，这是否就意味着君王对权力

空间尊位的完全垄断或独占呢？ 西周时期王权神

授，天子独尊，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和最高权力的象

征，周王独享权力空间的尊位，自然是可能的。 但是

春秋已降，周天子权力式微，诸侯、卿大夫崛起，周天

子的独尊地位受到了挑战和质疑。 这种挑战和质疑

在思想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制约王权独尊理论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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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尊先王理论，人们打着尊先王的旗号，来批判

现实的君主。 再如权势与道义二元化理论，儒家力

求道与王的统一，在道与王发生矛盾时，主张从道不

从君。 道家在认识上把君主和道分为二元，崇尚道

高于君［１８］ 。 这些理论的出现表明在东周权力空间

中出现了一些制约和抗衡王权的因素，这些因素包

括师、道、祖权与神权。 出于尊师、重道、敬祖、重神

等原因，当君王与师、尸抑或代表神意志的卜筮之官

共处同一权力空间时，君王有时就要让渡出“南面”
之权，需“东面”甚至“北面”，这从东周文献中可窥

见一斑。
首先，来看师无“北面”之礼。 《礼记·学记》

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 师严然后道尊。 道尊然

后民知敬学。 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

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 大学之礼，虽诏

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１５］３３０２其中“大学之

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意即因为尊

师的缘故，当臣为王师时，无须遵守“北面”之礼。
师无“北面”之礼亦见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武
王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 意

亦忽不可得见与？” “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

面。’王行西，折而南，东面而立。 师尚父西面道书

之言。” ［１９］ 《武王践阼》又见于上博简，所述事情大

致相同，就其反映的礼制来看，武王改君臣之礼为师

徒之礼，立西面东，尚父立东面西，授之先王之书。
武王面位的转变，虽有“尊师”的考量，但更多是受

“重道”观念的约束。 此外，《吕氏春秋·下贤》又

云：“尧不以帝见善绻，北面而问焉。 尧，天子也。
善绻，布衣也。 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 善绻，道得之

士也。 得道之人，不可骄也。 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

若，故北面而问焉。” ［２０］ 引文中尧向得道之士善绻

问政时“北面”，也完全是基于“重道”的考量。 由于

尊师、重道的缘故，逢师或得道之人，君王处于卑位，
对应到南北方位上，则是君王“北面”，师或“得道”
之人“南面”。 这与“君王南面”礼制传统明显不同，
其背后反映的是以“师”为代表的师权或以“得道”
之人代表的“道”对于王权的制约。

其次，来看尸无“北面”之礼。 所谓“尸”，指宗

庙祭礼中用于代替祖先神灵的活人。 《公羊传》宣

公八年云：“祭之明日。”何休注曰：“祭必有尸者，节
神也。 礼，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

以下以孙为尸。” ［２１］ 《礼记·曾子问》云：“祭成丧

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

同姓可也。” ［１５］３０３０尸在宗庙中的地位最为尊贵，无

论主祭者为君或为父都得恭敬服事。 《礼记·学

记》记载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其中之一便是当

其为尸，则弗臣也。 意为当臣属充当“尸”的角色

时，君就不能使“尸”来行臣礼，亦即“尸”无北面之

礼。 《礼记·祭统》云：“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 所

使为尸者，于祭者子行也。 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

事父之道也。” ［１５］３４８３孙希旦集解曰：“此据祭考庙

而言之，故尸于主祭者为子行，主祭者于尸为诸父

也。 北面而事之者，天子、诸侯之礼，朝践时尸在堂

上南面，主人北面而事之也。” ［１５］１２４４引文及相关注

释表明《祭统》的作者已将君臣关系与尸主关系联

系在一起，并利用宗法传统和祭祀仪节，将“尸”的

地位置于现实君王之上。 在事尸之礼中，相对于

“尸”而言，现实的君王地位较卑，故处于卑位，遵循

的是“北面”之礼。 尸无“北面”之礼在某种程度上

也折射出在周代权力空间中，“南面”并非君王的特

权，当君王面对地位较高的以“尸”为代表的祖权

时，就只能屈居卑位，以“北面”来行事尸之礼。
最后，来看神无“北面”之礼。 《礼记·祭义》

云：“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 易抱

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

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孔疏云：“立以为《易》者
圣人，谓伏羲、文王之属与建阴阳天地之情，仰观天

文，俯察地理，立此阴阳以作《易》，即今时《易》也。
‘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者，立为占《易》之官

抱龟南面，尊其神明故南面，天子执卑道，服衮冕北

面。” ［１５］３４７４孙希旦云：“易抱龟南面，此‘易’谓卜、
筮之官也。”“此卜者南面，天子北面，盖卜郊之礼。”
“天子让善于天，因举卜、筮一事，以见圣人之尊天，
又因圣人之尊天，而言圣人之尊贤，皆所以教天下以

谦让之德也。” ［２２］由引文及诸家注疏可知《祭义》的
作者在圣人、天、《易》与卜筮之官之间建立起了联

系，卜筮之官与天子由君臣关系演变为人神关系。
在周人观念中，天的权威要高于天子，因此在权力空

间中代表天意志的卜筮之官要立于尊位，即 “面

南”；而王权的所有者———天子则处于卑位，要“北
面”，这揭示了当卜筮之官充当“神”或“天”的角色

时，亦无须行“北面”之礼。 “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

北面”表明在周代权力空间中君王并非始终处于尊

位，逢地位尊贵的“天”时，君王会处于卑位———立

南面北，而代表“天”神的卜筮之官则处于尊位———
立北面南。

综上，上述记载君王“北面”的文本主要包括

《礼记》、《大戴礼记》、上博简《武王践阼》、《吕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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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这些文本的成书时间都不早于战国前期，但其

所记内容或多或少带有战国以前的史影。 由于史料

阙如，尚不能深究上揭材料所载“君王北面”在东周

时期到底多大程度上实行过，但君臣之间的空间站

位明显地传递出文本编辑者的基本意图。 单就文本

所反映的编者意图来看，“君王南面”礼制虽成了周

代重要的统治理念，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王权会

受到师、道、祖权、神权的制约，这与战国时期思想领

域出现的制约王权独尊理论是相契合的。 战国时期

的礼学家和思想家们在以当时可以想见的场景来描

绘古史，或以古史人物说理的过程中，建构起来“先
王之书，不可北面” “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

面，所以尊师也”等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君

王对权力空间尊位的垄断，即在宗庙、朝堂等权力空

间中，君王并非始终处于尊位，逢尊师、重道、祭尸、
敬神时君王也会处于卑位。 这也揭示了“君王南

面”礼制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准则，而有

其适用范围，具体而言，战国时期“君王南面”礼制

仅适用于君臣关系，当君臣关系转化为师徒关系、尸
主关系、人神关系时，“君王南面”礼制就失去其存

在的根基，“南面”也不再是君王身份的标志。

四、基于制约王权理论重审上博简
《武王践阼》中君王面向的历史建构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 ［４］１３７３－１３７４表明周代统

治者素来重视空间方位在周代社会秩序、政治秩序

建构中的作用，空间方位因此也成为周代社会秩序、
政治秩序重要的表达形式。 君臣身份秩序作为社会

秩序、政治秩序的核心内容，它的具体呈现和表达无

疑离不开空间方位。 “君王南面”礼制正是统治者

利用空间方位来经营自己位置的具体实践。 不过，
以上博简《武王践阼》为代表的东周文献所载君王

“东面”“北面”乃至臣僚“南面”皆与“君王南面”礼
制存在着明显张力。 这不仅揭示了战国时期君臣身

份秩序空间表达的多重面向，客观上也展示了空间、
权力与君臣身份秩序之间的多元互动，具体为，王权

的运作依赖于权力空间并通过权力空间来开展。 周

代王权运作的空间主要有宫、庙、大室等礼制建筑，
这些礼制空间不仅为王权运作提供了具体的场域，
同时它们所遵循的方位布局原则也深刻地影响着权

力主体的空间站位及其行为活动，并且成为表征周

代君臣身份等级尊卑秩序的重要准则。 在表征权力

主体尊卑秩序的过程中，空间方位与权力主体的身

份等级之间建立起了对应关系，并被权力主体赋予

尊卑属性，甚至某些方位固化为部分权力主体的代

名词。 在坐北面南的宫庙、朝堂等建筑空间中，君臣

之间的南北面位逐渐固化为君臣身份秩序的重要标

识，“南面”代指君王，“北面”表征臣属。 “君王南

面”礼制的生成过程揭示了南北空间方位的尊卑属

性与君王身份等级秩序构成了一种互动共生关系。
君王“东面”“北面”与“君王南面”礼制之间张

力的存在揭示了周人利用空间方位建构身份秩序的

复杂性，“君王南面”本质上是“尊者南面”。 当空间

方位固化为礼制时，其尊卑属性也就基本定型，空间

方位的尊卑属性脱离了权力主体身份，可以独立地

表征君臣、师徒、人神等不同权力主体的身份秩序。
具体就南北方位而言，当南面为尊、北面为卑固定以

后，南面的权力主体就由“君王”演变为“尊者”，“君
王南面”就转变为“尊者南面”。 也就是说，当君王

为尊者时，其便可南面；当逢尊师、重道、敬祖时，君
王便须北面。 以上信息表明空间方位的尊卑属性具

有绝对性，权力主体的尊卑关系则表现出相对的

特征。
“君王”南面与臣属“南面”在同一权力空间中

是可以共存的，不过，在同一空间中尊位是唯一的、
绝对的，即君王与臣属同为“南面”并不意味着君王

与臣属共享同一个尊位。 当君王与臣属共同“南
面”时，周人就会通过诸如内与外、中心与边缘、上
与下、左与右等其他方位系统来区别或表征君臣的

尊卑等级关系，以确保君王独享权力空间中的尊位。
这客观上也揭示了在同一权力空间中，当权力主体

人数较多时，权力空间中的尊位并不是由单一方位

系统（即四正系统）来界定的，而是由不同的方位系

统共同界定的。 易言之，南面与北面仅是周人所构

建的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并

不是唯一方式。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回过头再来分析本文开头

所引的上博简《武王践阼》中的君王面向，武王第一

次问“黄帝、颛顼、尧、舜之道”，本欲南面而问道，师
尚父明言“先王之书不与北面”，武王由南面而立改

为了东面而立。 武王第二次问“不盈于十言，而百

世不失之道”，太公望答曰“身则君之臣，道则圣人

之道”，太公南面，武王北面复问。 虽然两次问道所

处的空间皆是朝堂，武王与师尚父的现实身份也均

为君臣关系，但是由于“先王之书”“圣人之道”象征

着更高的权威，凌驾于现实的君权之上，现实的武王

需要将朝堂空间中的尊位让渡给“先王之书”“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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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的掌握者师尚父。 上博简《武王践阼》所记载

的君臣面位随着权力关系转变而作的调试正是战国

时期空间、权力与君臣身份秩序多元互动的一个

缩影。
叙述到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以上

博简为代表的东周文献中所记载的君王“东面”或

“北面”，到底仅仅是一种历史建构，还是有其史实

之素地？ 从上揭文献记载来看，君王“东面”或“北
面”出现的文本多为战国时人的托古之作。 上博简

《武王践阼》为战国前中期楚地流传的文本，其所载

周初武王践阼的具体场景，绝非西周历史之实录。
不过，揆诸事理以及战国时期其他文献，上博简《武
王践阼》所载的君王“北面”或“东面”问道的情形与

东周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历史有诸多相合之处。
《战国策·燕策》云：“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郭隗

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
亡国与役处。 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

至。’” ［１０］１５５２意即身份尊贵的帝者、王者、霸者以及

亡国之君，屈尊北面问学，应是战国时期君主招揽人

才的一项重要举措。
综上可知，以上博简《武王践阼》为代表的东周

文献中所载君王“东面”或“北面”既是一种历史建

构，也有史实之素地。 战国时期的礼学家、思想家，
通过托古的方式，将战国时期“北面受学” “西向对

而师之”等内容与周初武王践阼等事实叠合在一

起，以此来宣扬自己尊师重道之主张。 如果以上判

断不谬的话，那么我们由东周时期权力空间中君臣

空间位置关系的多重面向可知，空间方位在表征君

臣身份秩序的过程中具有了尊卑属性，形成了权力

空间中的“尊位”。 权力空间中“尊位”一旦形成，便
独立于其所附属的君臣身份秩序，固化为尊者处

“尊位”的局面，即“尊位”并非为君王所独占，当君

王在权力空间中非最尊者时，便不可居“尊位”。

结　 语

　 　 空间方位既关联中国早期王权的运作形态，亦
牵涉君臣身份秩序的表达。 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

表达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关系外在化、空间化的过

程，同时也是空间方位被赋予权力和秩序诸种语义

的过程。 周代统治者通过与建筑空间同构的形式，
在空间方位体系与社会关系网络之间建立起了复杂

对应关系。 君王处于整个建筑空间体系和社会关系

网络的核心地位，为保证君王所处位置的排他性与

独尊性，两周统治者一方面基于宫、庙等建筑空间方

位建构了“君王南面”的君臣身份秩序，另一方面又

通过“中心—边缘”“内外”“上中下”“左中右”等方

位体系对君臣身份秩序做了更进一步细化。 不过，
春秋以降，随着周天子权力式微，诸侯、卿大夫崛起，
王权的独尊地位受到了挑战和质疑。 东周时期礼学

家、思想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以托古的方式，建
构起了“先王之书，不可北面”“大学之礼，虽诏于天

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等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

消解了君王对权力空间尊位的垄断，出现了君王

“东面”甚至“北面”的情形。 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

间表达的历时性变迁无疑构成了两周礼制变迁的一

个缩影。 在家国同构的周代社会中，君臣身份秩序

在社会秩序建构中无疑起着统括作用。 对周代君臣

身份秩序空间表达多重面向的揭橥，不仅有助于厘

清周代君臣身份秩序建构所遵循的权力逻辑，还可

以建立起“空间方位—权力关系—身份秩序”的分

析路径，以此来考察周代夫妇、宾主、师徒、人神等不

同社会身份秩序的空间表达，进而管窥空间方位在

整个早期中国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形成中的作用。
要之，“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空间礼制在两周

社会领域里的具体实践，不仅展现了周代权力运作

的空间法则，亦为学界认识两周社会秩序的形成与

变迁提供了一种崭新且富有穿透力的视角，这也揭

示了“空间”之于两周社会史、政治史意义重大，必
将成为当前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大有文章可作。

注释

①“君王南面”礼制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共同关注的命题。 考古

学者主要是基于考古材料来考察周代宫庙建筑的朝向布局问题，代
表性成果有曲英杰：《先秦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版；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燕山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蔡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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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１ 期，等等。 历史学者主要是基于西周册命金文材料来考察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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